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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个体知觉到环境中存在威胁时，就会自动的引发个体的应激反应。而长期的应激会使个体产生

一系列严重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问题。大量的研究发现肯定自我价值可以缓冲由应激引发的负面情绪和身体

反应。本研究通过实验的方法考察了肯定自我价值是否可以降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引发的焦虑和抑

郁情绪反应。220 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自我价值肯定任务组或控制任务组，被试在干预前(2 月 2 日)和一个

星期后(2 月 9 日)完成焦虑和抑郁测量。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组在一周后比前测时表现出更严重的焦虑

情绪，自我价值肯定组在前测和一周后在焦虑情绪上没有显著的变化，这一效应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

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后仍然存在。这些结果表明简短的(约 10 分钟)对自我价值的反思可以帮助个体缓冲

疫情引发的焦虑情绪反应。这一发现对于从社会心理的视角进行疫情防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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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因 2019 年 12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

病例而被发现(武汉市卫健委, 2019)。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WTO)宣布将该肺炎

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该病毒引发的主要初始临床特征为发烧、

咳嗽、头疼、嗓子疼及肌肉酸痛等，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甚至死亡等严重后果(Chen et al., 

2020; Huang et al., 2020)。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最初可能源于野生动物(例如，蝙蝠；Lu et al., 

2020)，但现已具备人传人的特征(Chan et al., 2020)。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染源为已感

染的患者，主要通过接触和呼吸道飞沫进行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潜伏期为 1～14 天(国家

卫健委, 2020a)。因此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截止 2020 年 2 月 9 日 24 时，全国

已累计确诊病例 40171 例，现有疑似病例 23589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399487 人(国家

卫健委, 2020b)。 

由于很强的传染性和目前还没有有效的针对病原体的抗病毒药物，疫情的持续也引发了

大众一系列不良的心理反应。李思嘉等人分析了 17865 名活跃微博用户 2020 年 1 月 20 日

前一周和后一周的词频使用特征，结果发现 1 月 20 日后负性情绪词和焦虑词的使用频率显

著升高，同时愤怒情绪词和对社会风险的判断词也出现上升(李思嘉, 王艺霖, 赵楠, 朱廷劭, 

2020)。这些情况表明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官方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性后，即国家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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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

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后，民众对疫情的关注和焦虑普遍上升。此外，由北京大

学等单位研究者组成的“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个体防疫行为”调研组 2020 年 1 月

26～27 日对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1479 人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面对疫情，大部分

人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焦虑(66.9%)、担忧(71.7%)和恐惧感(58.2%)，完全不焦虑、不担忧

和不恐惧的人只占 3%～4%(“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个体防疫行为”调研组, 2020)。 

当个体知觉到环境中存在威胁时，就会自动的引发个体的应激反应，例如紧张、焦虑和

抑郁等情绪(Cohen, Janicki-Deverts, & Miller, 2007)。大量的研究发现，应激引发的负性情绪

状态(例如焦虑和抑郁)会直接影响于个体的生理过程和行为反应模式(Koolhaas et al., 2011)。

例如交感-肾上腺髓质轴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大脑对应激的管理系统)的改变

(McEwen, 1998; Miller, Chen, & Zhou, 2007)和对应激事件的过度关注(Waters, Bradley, & Mogg, 

2014)。长期处于威胁情境会造成长期甚至永久性的情绪、生理及行为模式的改变，降低个

体的免疫系统，威胁个体的身体健康(Segerstrom & Miller, 2004)。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成为了一种威胁情境，当个体面对疫情时，就会表现出焦虑、担忧和恐惧等各种负性的应激

情绪(“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个体防疫行为”调研组, 2020)，并对疫情相关信息出现

较多的关注(李思嘉等, 2020)。随着疫情的持续，长期的应激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个体的情

绪反应并对其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因此，如何缓冲或降低由疫情给大众带来的应激反应，对

于全社会以理性、平和、积极的心态应对疫情防控具有重要的意义(Xiang et al., 2020)。 

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指在具有挑战的或威胁的情境时，通过将自我看作是整体上胜

任的、优秀的和有效的个体，从而减弱相关威胁情境对自我的负面影响(Steele, 1988; Sherman 

& Cohen, 2006)。自我肯定理论认为人们有维持自我完整性的动机(Cohen & Sherman, 2014)，

而自我完整性是指个体相信自己是胜任的和有效的 (Taylor, Lerner, Sherman, Sage, & 

McDowell, 2003; Steele, 1988; Sherman & Cohen, 2006)。威胁自我完整性的事件或信息引发

的应激会启动个体的自我防御机制，使个体将更多的认知资源分配到引起心理威胁的事件或

信息上。由于每个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个体将在表现和解决问题方面获得更少的认知资

源，从而阻碍其客观公正的认知和应对威胁(Cohen & Sherman, 2014)。 

研究表明，确认重要的价值观可以增加个体面对威胁的心理资源(Creswell, Dutcher, 

Klein, Harris, & Levine, 2013; Cohen & Sherman, 2014; Goyer et al., 2017)。有了这种对自我资

源的强化认知，使个体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一个焦点威胁。当个体从更普遍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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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解释中看待这一威胁事件时，这种威胁对整体自我的消极影响将大大降低(Sherman, 

2013)。肯定理论的核心是自我系统是灵活的，人们在自身的“心理免疫系统”中有很多反应

可以利用(Gilbert, Pinel, Wilson, Blumberg, & Wheatley, 1998)。当人们确认他们的整体自我是

完整时，他们对自我的看法是有能力的和适应性的，他们就不需要将威胁信息合理化 

(Sherman & Cohen, 2006; Steele, 1988)。提醒他们是谁，什么对他们来说重要，在自我叙述中

加入这样的自我肯定可以有效地降低威胁带来的压力。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自我肯定的

积极作用。在生理水平，研究发现相对于控制组，自我肯定组在应激情境下有着更低的皮质

醇和心血管反应(Creswell et al., 2005; Derks, Scheepers, Van Laar, & Ellemers, 2011)。在心理

水平，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可以降低对威胁信息的知觉(Sherman & Cohen, 2002)及其引发的不

良情绪反应(Morgan & Harris, 2015)。自我肯定通过改变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产生一系列的积

极适应性结果，它会触及到自我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一系列互相强化的交互作用，从而促进

良性循环(Cohen & Sherman, 2014)。 

在健康领域，自我肯定理论认为大部分个体认为自己是安全和健康的(Cohen & Sherman, 

2014)，因此当个体面对如疾病或死亡等对安全和健康引发的威胁或不可控的情境时，会对

个体的适应性带来严峻的挑战(Greenberg, Solomon, & Pyszczynski, 1997)，降低自我控制感，

威胁自我的完整性(Keough & Markus, 1998)。自我肯定虽然不能改变客观的威胁情境和信息，

但其可以通过增加自我资源、扩展认知视角和降低自我与威胁之间的关联缓冲威胁情境对自

我的损耗，从而缓解威胁引发的应激。例如，Schmeichel 和 Martens (2005)的研究发现自我

肯定可以降低个体对死亡凸显信息威胁的知觉。一项对早期乳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自我肯定

书写表达可以降低主观知觉到的压力反应和自我报告的临床症状(Creswell et al., 2007)。此

外，相关的研究也证实自我肯定也可以有效降低由不可控造成的认知偏差 (Whitson & 

Galinsky, 2008)和压力反应(Wiesenfeld, Brockner, Petzall, Wolf, & Bailey, 2001)。 

当前，疫情爆发和持续使个体产生一种不可预测感和不可控感。不知病毒隐藏在哪里，

自己是否会被传染，一旦被感染，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等。这种不可预测感和不可控感

使个体处于一种持续的应激状态，表现出对疫情的高度关注并产生焦虑和恐慌(李思嘉等, 

2020; “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个体防疫行为”调研组, 2020)。而且，自 2020 年 1 月 27

日单日确诊人数破千后(1771 人)，随后每日都有大量病例被确诊。截止本研究开始实施的 2

月 2 日，全国累计已有确诊人数 17205 例，疑似病例 21558 例 (图 1, 国家卫健委, 2020b)。

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持续，不断上升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可能将引发人们更高的焦虑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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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良情绪反应。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考察自我价值肯定是否可以缓冲或降低由新冠肺

炎(COVID-19)疫情引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反应。基于已有的研究和当下疫情的发展，我们预

期自我肯定将会缓冲或降低持续的疫情导致的人们持续升高的负性情绪反应；而对照组被试

将随着疫情的持续表现出升高的焦虑和抑郁反应。 

 

图 1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9 日疫情发展情况。数据来源于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 

2 方法 

1.1 被试 

图 2 为本研究的流程图。本研究最初共包括 220 名被试，由 22 名主试(学生)基于方便

取样的方式获得。被试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甘肃占 37.7%，山东占 13.2%，福建

占 11.8%，山西占 10.5%，河北占 8.2%，河南占 5%，四川占 4.5%，辽宁占 3.2%，天津和新

疆各占 1.4%，浙江占 0.9%，陕西、上海、湖北、安徽和云南各占 0.5%。所有被试首先在 2

月 2 日完成背景信息问卷和基线的焦虑和抑郁测量(T1)。随后根据研究者事先设定的编号

(001～220)，将 220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自我价值肯定干预组或控制组完成相应的实验操作。

奇数编号为干预组，偶数编号为控制组，每组各 110 名被试。在干预结束 1 周后(2 月 9 日: 

T2)，被试再次完成后测的焦虑和抑郁评估。在后测时，自我肯定组有 12 名被试流失，控制

组有 18 名被试流失。在最终分析前，自我肯定组 2 名年龄分布极端的被试被剔除，控制组

有 1 名被剔除。因此，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为 187 名被试，年龄范围为 16～50 岁(M = 23.98 

± 7.39)，其中自我肯定组 96 名，控制组 9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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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之前，我们使用 G*Power3.1(Faul et al., 2007)软件对研究所需样本量进行了估计。

在假定获得一个中等效应量 f = 0.25、power = 0.95 和有 2 个测量指标(估计相关为 0.70)的情

况下，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探测到显著的组内和组间的交互效应最少需 34 名被试，即各

组 17 名。同时，我们也基于 Morgan 和 Harris (2015)关于自我肯定对焦虑情绪干预的研究中

获得的效应量(η2 = 0.07)估计了本研究最小的样本量需求。在η2 = 0.07(转换为 f = 0.27; Lenhard 

& Lenhard, 2016)、power = 0.80 和有 2 个测量指标(估计相关为 0.7)的情况下，在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中探测到显著的(p < 0.05)组内和组间的交互效用最少需要 20 名被试，即各组 10

名。在本研究最终的样本中，自我肯定组为 96 名被试，控制组为 91 名被试，满足了基本被

试需求。 

 

图 2 本研究的流程图 

在疫情期间，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接触，整个研究的施测由 22 名主试(学生)在线完成。本

研究采用双盲设置，所有主试和被试对被试的分配和研究目的都不知情，也都没有参与过类

似的研究。本研究程序经本单位伦理审查委员会在线审查通过。由于处在大隔离时期，不方

便打印和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所有的被试在施测前都获得口头知情同意。 

2.1 干预和工具 

干预 在干预中，自我价值肯定组和控制组都被要求完成一个价值观选择量表并根据选

择的价值观进行写作。两组唯一的区别是自我肯定组被要求选择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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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什么选择的这一价值对自己是重要的。而控制组被要求选择一个他认为最不重要的价

值，并描述为什么选择的这一价值可能对他人来说是重要的。在写作过程中，要求被试尽可

能多的写出自己所有的想法。在写作完成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干预效果，被试完成了一个由

4 个题目组成的关于已选价值观的判断量表：①这个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我/他人的生活；②

总体上，我/他人努力去践行着这一价值观；③这一价值观是我/他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

分；④我/他人会非常在乎这个价值观。答案为 1～6(“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六级评分。 

所有的干预程序都是严格的基于已有研究(Cohen, Garcia, Apfel, & Master, 2006; Goyer et 

al., 2017)。但为了使价值观列表更适合中国人的特征，本研究基于金盛华、郑建君和辛志勇

(2009)关于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与特点的研究，选择了中国人最认同 6 个的价值(自律

和品格，能力和才华，公共利益，家庭与亲情，金钱和财富，名望和地位)作为本研究的价值

观量表。 

本研究中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评估被试在实验操作前一

周和后一周的焦虑和抑郁情绪状态。同时我们在前测时也收集了被试的年龄、性别、受教育

水平和家庭年收入等人口学变量。 

焦虑自评量表(SAS) 该量表最初由 Zung 编制(Zung, 1971)，主要用于评定健康或临床个

体主观焦虑症状，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焦虑自评量表。修订的中文版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陶

明, 高静芳, 1994)，共包括 20 个题目，各条目为 1～4 四级评分，得分范围为 20～80。分数

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的样本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50(T1)和

0.724(T2)。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 该量表最初由 Beck 等人编制(Beck, Ward, Mendelson, Mock, & 

Erbaugh, 1961)，主要用于评估个体主观感受到的抑郁症状。修订的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度

和效度(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共有 21 个题目，各条目为 0～3 四级评分，得分范围

为 0～63。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在本研究的样本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7(T1)和 0.850(T2)。 

受教育水平 本研究使用一个 7-Likert 量表对被试的受教育水平进行了评定。0 = 文盲，

1 = 小学水平，2 = 初中水平，3 = 高中或中专水平，4 = 大专水平，5 = 本科水平，6 = 研

究生及以上水平。 

家庭年收入 本研究使用一个 8-Likert 量表对被试的家庭年收入进行了评定。1 = 0.5 万

以下，2 = 0.5～1 万，3 = 1～2 万，4 = 2～5 万，5 = 5～10 万，6 = 10～20 万，7 =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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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8 = 50 万以上。 

3 结果 

3.1 自我肯定组和控制组在背景信息和基线水平上的对比 

为了考察两组被试在背景信息和基线水平上是否匹配，我们以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

家庭年收入、以及 T1 的焦虑和抑郁得分为因变量，以组别为自变量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

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总体的组别效应不显著，Wilks’ Lambda = 0.993, F(5, 181) =0.246, p 

= 0.942, 偏 η2 = 0.007。进一步的单变量分析显示两组被试在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

入、以及 T1 的焦虑和抑郁得分上都不显著，Fs(1,185) < 0.544, ps > 0.462, (见表 1)。同时，

我们也对两组被试的性别分布做了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性别分布上也没有显著差

异 χ2(1) = 0.016, p = 0.898。 

表 1  两组被试在背景变量信息和基线水平上的对比 

 自我肯定组(n = 96)  控制组(n = 91) 
F(1,185) 偏 η2 

 M (SD)  M (SD) 

性别(男/女)a 35/61  34/57 0.016 - 

年龄 24.14 (7.56)  23.81 (7.25) 0.767 0.000 

受教育水平 4.78 (1.22)  4.85 (1.07) 0.700 0.001 

家庭收入 3.79 (1.81)  3.99 (1.85) 0.462 0.003 

焦虑 T1 32.91 (6.35)  32.54 (6.56) 0.698 0.001 

抑郁 T1 7.57 (7.28)  7.84 (7.02) 0.795 0.000 

注：N = 187; a性别报告的为人数并进行了卡方检验。 

3.2 干预效应分析 

为了考察自我价值肯定的干预效应，首先我们以测量时间(T1 vs. T2)为被试内变量，组

别(自我肯定组 vs. 控制组)为被试间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为协变量

分别对焦虑和抑郁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在焦虑上，结果发现测量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81) = 0.053, p = 0.818, 偏 η2 = 0.001。组别的主效应也不显著，F(1, 181) = 1.590, p = 

0.209, 偏 η2 = 0.009。但时间和组别的交互效应显著，F(1, 181) = 4.857, p = 0.029, 偏 η2 = 

0.026。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相对于控制组在一周后的测量上比前测时表现出更严重

的焦虑情绪，F(1, 181) = 6.315, p = 0.013, 偏 η2 = 0.034，自我价值肯定组在前测和一周后的

测量时在焦虑情绪上没有显著的变化，F(1, 181) = 0.338, p = 0.561, 偏 η2 = 0.002，见图 3。

在抑郁上，时间、组别的主效应以及时间和组别的交互效应都不显著 ps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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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被试在前测和一周后在焦虑和抑郁得分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自我肯定组(n = 96)  控制组(n = 91) 

 T1 T2  T1 T2 

焦虑(M(SD)) 32.91 (6.35) 32.44(6.48)  32.54 (6.56) 34.62(6.16) 

抑郁(M(SD)) 7.57 (7.28) 7.29(6.66)  7.84 (7.02) 7.31(6.51) 

注：N = 187; T1 = 前测; T2 = 一周后的测量。 

 

图 3 自我肯定组和控制组在干预前(T1)和一周后(T2)的焦虑水平。误差线代表标准误。 

由于焦虑和抑郁是两个高度相关的指标(T1: r = 0.56; T2: r = 0.66)，为了避免在分别的模

型中多次分析造成一类错误的放大。我们以 T2 的焦虑和抑郁得分为因变量，以组别为自变

量，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及 T1 的焦虑和抑郁得分为协变量进行了多元协

方差分析，在一个模型中分析了自我肯定对焦虑和抑郁的缓冲效应。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

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以及 T1 的焦虑和抑郁得分后，整体的组别效应显著，

Wilks’ Lambda = 0.967, F(2, 178) = 3.271, p = 0.040, 偏 η2 = 0.035。进一步基于 P 值校正的(p 

= 0.05/2)单变量分析显示只在焦虑上发现了显著的组别效应 F(1, 179) = 6.067, p = 0.015 < 

0.025, 偏 η2 = 0.033；即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以及 T1 的焦虑和抑

郁得分后，自我肯定组在 T2 的得分显著地小于控制组。但在抑郁情绪反应上，并没有发现

显著的组别效应 F(1, 179) = 0.047, p = 0.828, 偏 η2 = 0.001。这些结果进一步确认了以上分别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发现的结果。 

4 讨论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和持续，社会公众的心理问题正日渐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面对疫情，许多人都出现了焦虑和恐慌等一系列负性情绪反应(“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

和个体防疫行为”调研组, 2020)。如果个体长期处在这种应激状态，会严重地损伤其心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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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Cohen et al., 2007)。因此，如何帮助个体应对疫情带来的负性情绪反应，也成为当

前大众疫情防护的一个重要课题。本研究提供了首次的证据表明一个简短的自我肯定干预可

以有效地缓冲个体由疫情引发的焦虑情绪反应。 

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已有的研究发现自我肯定可以有效地缓冲

在实验室情境下诱发的(Creswell et al., 2005)、真实生活情境下的(Loft et al., 2007; Sherman, 

Bunyan, Creswell, & Jaremka, 2009)，以及想象中的威胁(Pauketat, Moons, Chen, Mackie, & 

Sherman, 2016)引发的应激反应。在通常情况下，当威胁出现时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注意力

聚焦于威胁事件，从而应对危险情境，这是个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Pratto & John, 1991)。

短期内这一应激机制对于个体有效地应对危险具有重要作用，但长期的应激会对个体的身心

造成严重的负担和影响。自我肯定通过让个体思考与危险无关领域的重要个人价值，使个体

不仅仅只是专注于当前的威胁，而是从更宽广的视角来审视自我当前的处境(Sherman & 

Hartsor, 2011)。因此，自我肯定可以降低危险威胁情境对自我的损耗和心理的威胁(Harber, 

Yeung, & Iacovelli, 2011; Schmeichel & Vohs, 2009)。 

在本研究中，疫情的爆发和持续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威胁情境，这种威胁会自动化地吸引

个体的注意，使其聚焦于疫情及疫情相关信息，从而产生焦虑和恐惧等反应。例如最近的调

查发现 67%的民众表示对疫情“高度关注”，22%的人表示“比较关注”，完全不关注者不足

1%(“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个体防疫行为”调研组, 2020)。而且 2 月 2 日前和后一周

也是疫情快速发展期(见图 1)，面对不断升高的确诊人数和疑似病例，人们可能会表现出更

高焦虑和担忧的情绪。与此相一致，我们的结果显示从 2 月 2 日至 2 月 9 日控制组表现出了

更高的焦虑水平。通过自我价值反思，个体可能会把自己的注意从对疫情的关注中解脱出来，

思考自己是谁以及什么对自己更加重要，从而降低疫情对个体的威胁。例如，一个人如果认

为家庭和亲情对他自己最重要的话，那他可能会思考在疫情期间如何更好的陪伴和守护家人

并付诸实践，而不仅仅是只关注于疫情。与此相一致，Schmeichel 和 Martens(2005)的研究发

现自我肯定可以降低人们在面对困境时对死亡信息的关注。因此，相对于未进行自我价值肯

定的个体，自我肯定的个体随着疫情的持续并没有表现出更加严重的焦虑反应。 

但在本研究中，我们只在焦虑情绪反应上发现了自我肯定的效应，在抑郁情绪上并没有

发现任何的效应。与此相一致，Morgan 和 Harris (2015)对大裁员背景下企业员工的研究发

现，自我肯定只对不可控的裁员情境引发的焦虑情绪有缓冲效应，在抑郁上也没有发现自我

肯定的效应。进一步对数据的观察可以发现两组被试在前测和一周后的评估时在抑郁得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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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普遍较低(见表 1)，且没有显示出任何显著的变化。这可能意味着在当前情境下，抑郁可

能并不能很好的反映随着疫情的发展个体情绪的变化。虽然焦虑和抑郁是高度相关的两种情

绪(在本研究中，T1: r = 0.56; T2: r = 0.66)，但焦虑主要反映的是个体对特定事件或情境的不

可控和不可预测性的一种担忧和恐慌，而抑郁主要反映的是一个人自尊和活性的下降，以及

个人生存意义知觉的降低(Lovibond & Lovibond, 1995)。在当前情境下，疫情的爆发和持续

主要引发的是人们不知道病毒藏匿在何如，担心自己是否会被传染，以及在大隔离背景下如

何应对生活的担忧和恐慌。因此焦虑测量可能对当前被试的情绪状态更敏感。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应对当前疫情引发的民众的焦虑和恐慌等情绪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

指导意义。首先，自我肯定操作并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每个人都可以独自完成。其次，

自我肯定操作对环境没有特殊的要求，每个人在家就可以进行。此外，自我肯定耗时也较短，

通常在 10 分钟左右。因此，自我肯定在这种由疫情引发的大规模的民众心理问题的防护中

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由于当前大隔离的情境，在被试的招募中本研究采取

了方便取样的方法，即 22 名学生主试基于自己方便招募自己家人和同学参与研究。虽然本

研究的样本涉及了全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的范围，年龄也涉及到 17～50 岁的范围，但从年龄

分布上来看主要还是以大学生为主(18～25 岁占总样本 72%)。这种方便采样的手段会限制

我们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推广性，未来研究应在更广泛的人群中验证本研究的结果。其次，

由于自我肯定理论认为自我价值肯定可以使个体在遇到具有挑战或威胁的情境时，通过将自

我看作是整体上是胜任的和有效的，从而减弱相关情境对自我的负面影响，打破恶性循环

(Steele, 1988; Sherman & Cohen, 2006)。因此自我肯定理论预测干预次数不会影响干预效应。

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只对被试进行了一次自我肯定干预练习。尽管 Cohen 等(2006, 2009)和

Goyer 等(2017)的研究也发现干预剂量(次数)并不影响最终的干预效果。但未来研究应进一

步考察干预次数对疫情应激情境下个体焦虑情绪的缓冲作用。另外，由于本研究的干预是在

前测之后立即进行的，为了避免同一时间多次测量造成的练习效应，本研究并没有测查干预

的即时效应，而是对干预一周后效应进行了考察。未来研究应进一步优化干预和测量的时机，

更好的探测干预的即时效应和维持效应。此外，虽然我们的结果显示自我肯定可以缓冲疫情

期间个体的焦虑情绪反应，且基于当前的样本量(n = 187)，本研究在焦虑情绪上发现的显著

效应具有较高的统计检验力(power = 0.94)。但本研究只获得了一个中等偏小的效应量 η2 = 

0.026 (Cohen, 1988)，因此在实际的推广中应结合其它一些基于科学证据的有效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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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的方法考察了一种社会心理干预——自我肯定——是否可以缓冲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引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反应。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简短(约 10分钟)

的自我价值肯定可以有效地缓冲面对疫情个体持续升高的焦虑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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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Affirmation Buffering by the General Public Reduces Anxiety Level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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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and Mental Health of Gansu provi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 December 2019, an outbreak of a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ccurred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China. COVID-19 is characterised by fever and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mptoms 

in early stages, which can rapidly progress to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high mortality. As of 10 February 2020, 37.626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and COVID-19 has 

directly caused 1.016 deaths in China. The wide and rapid spread of COVID-19 has intensely 

captured public attention, leading to increased mental health stress. Timely mental health care and 

interventio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s urgently needed not only for confirmed or 

suspected patients and frontline medical workers, but also for the general public.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affirmation of personal values can buffer psychological stress 

responses in various threat situations.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 

intervention involving reflection on personal values was capable of buffer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responses during the outbreak. We recruited 220 participants who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on their 

personal values. Those in the self-affirmation group were asked to choose and write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a personal value that made them feel important to themselves while those in the 

control condition were asked to do the same for a personal value that they thought was important to 

others. Both groups completed a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prior to and 7 days after intervention. 

We used two-way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o evaluate the buffer 

effect of value affirmation on stress responses with time of assessment as a within-subjects factor 

and intervention group as a between-subjects factor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ur result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intervention for the reduction of anxiety. Further simple 

effect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heightened levels of anxiety 7 days after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before, whereas participants who affirmed their values did not show 

any increase. This effect remained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sex, age, educational level, and 

annual family income.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depression.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an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 involving 

the affirmation of personal values can buffer psychological stress response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Specifically, participants who affirmed their values did not show increased levels of 

anxiety compared with control participants. Self-affirmation is easy to accomplish since it does not 

require professional guidance or a distinct environment and occupies little time, it would be a 

convenient strategy for the public to cope with psychological stress during the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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